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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既有农村减贫效应的研究，理论模型中变量空间效应考虑的缺失。本文

从财政金融支农投入这一影响农村减贫主要动力源的角度构建了减贫效应的空间计量模

型，并运用中国 30 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定量测度了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对农村减贫

的直接效应，以及在省份间表现出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表明，财政支农政策对本省份农

村减贫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且对邻接省份减贫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金融支农政策对本省

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其空间外溢效应不显著；农村贫困程度在省份间存在

正的相互依赖性，即贫困地区往往集中连片存在；以及农村劳动力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间接促进农村减贫等一系列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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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银行 2009年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情况即使不包括农民工在内，90% 的贫困人口仍然在农村。参见

世界银行：《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

一、引  言

中国作为一个二元经济结构十分突出的发展中国家，既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一

个贫困人口大国，再加上 90% 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
①
其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在很

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的多少。因此，扶贫便成为了我国促进经济持续快速

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持续快

速增长和政府主导型的扶贫开发战略双重强力推动下，农村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以绝对贫困标准测量，农 村贫困人 口规模从 1978 年底的 2500 万 人下降到 2008 年 的

1004 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从 1978 年 的 30.7% 下降到 2008 年 的 1%。 以低收入标准测算，

贫 困人 口从 2000 年 的 9422 万人下降到 20 10 年 2688 万人，共减少 6734 万人，平均每年

减 少 673 万 人；贫 困发生率从 2000 年 的 10.2% 下降到 20 10 年 的 2 .8%， 减 少了 7.4 个 百分



点。
①
这说明无论是用绝对贫困标准测量，还是以低收入标准测量，中国近年来的减贫工

作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要彻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分地区来看，

2010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 2688 万，其 中，东部地区 124万，中部地区 813 万，西部地区

175 1万，贫 困发生率分别为 0 .4%、 2 .5% 和 6.1%， 占全 国农村贫 困人 口的比重分别为 4 .6%、

30.3% 和 65.1%。 2000-2010 年，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下降较快。十年期

间，中部 地区由 8.8% 下降至 2 .5%， 西部地区由 20.6% 下降至 6 .1%。 2000-20 10 年 间，东

部地区贫困人 口占全 国贫 困人 口的比重 由 10.2% 下降至 4 .6%，西部地区贫 困人 口占全 国贫

困人 口的比重 由 60.8% 上升至 65.1%， 目前贫困人 口进一步向西部地区集 中。这就意味着，

当前中国的扶贫攻坚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特别是西部地区。而扶贫攻坚的关键是要通过外

部 “ 输血性支援” 来增强贫困型农户自身的 “ 独立造血性发展功能”，从而逐渐摆脱对外

部救济性依赖，最终走上独立发展和脱贫致富的良性轨道，这种 “ 输血型支援” 则需要同

时借助财政机制、金融机制和社会互助机制，并产生协同作用，才能够迅速推进扶贫进程，

取得良好的扶贫效果 （王定祥等，2011）。

近几年来，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农村扶贫方面的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财政支农支出总

量持续增加，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作用。那么，中央实施的财政金

融支农政策对农村贫困的减少是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果是，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在多

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农村减贫？政府是否能够运用合理的经济政策手段，更好地推动农户走

出贫困陷阱？省域间的农村贫困程度是相互独立还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表现出相互依赖

性？各省域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的减贫效应是否存在空间外溢效应？这些都已成为现阶

段中国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急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即是本文

研究目的所在。

① 2000-2008年间，中国的农村贫困设定有两条标准，一条被称为绝对贫困标准，另一条被称为低收入标

准。绝对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

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这样的人口称为绝对贫困人口。绝对贫困标准是生存标准，而低收入标

准则是一种温饱标准，但二者均属于绝对贫困范畴的度量。在不同年份有相应调整，其中，2008年中

国绝对贫困线标准为人均纯收入 785元 以下，低收入贫困线标准为人均纯收入 1067元。2009年后，将

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并，取低收入线为贫困线，20 10 年，中国低收入贫困线为 1274 元 /人。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 11》。

二 、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贫困问题一直是当代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之一，各国政府都致力于经

济发展，利用财政资金或者外部援助等扶贫手段来减少本国贫困，学术界也因此基本上都

沿着微观视角来研究单项（部 门）公共支出减贫的思路，他们认为健康和教育支出（G om anee

和 M o rrissey， 2 0 0 2 ; G ach a ssin e t a l.，2 0 10 ）、农 村 道 路 投 资 （F an e t a l., 2 0 0 5 ）、农 业 补 贴

（D avis et al., 2 005）、社 会 性 公 共 支 出 （C am in ada 和 K ees，2 0 09 ）是 实 现 减 贫 的 有 效 手 段。

但 是 R ozelle et al. （2000）运 用四川和陕西的数据分析了贫 困降低的原因，认 为中国的经

济增长能够解释绝大部分的农村贫困缓解原因，而中国的扶贫政策对减贫几乎没有作用；

另一项针对各种扶贫措施的研究也发现，众多的财政支农投入中，扶贫贷款对减贫的作用



最小，政府的反贫困项目对农村减贫效果不佳的原因在于，目标瞄准机制的低效率以及对

资金的错误使用 （F an，N yange和 R ao，2005）。由于金融具有 “ 保本逐利” 的要求和 “ 嫌

贫爱富” 的本性，要想金融介入国家扶贫战略之中，至少要能使金融机构 “ 保住本金”，

能维持金融机构的简单再生产。显然，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不可能

主动和大规模地承担金融扶贫的重任 （王定祥，2011），
①
因此学术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

未对金融的减贫效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自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项目— — 格莱明银行获

得巨大成功之后，学术界才开始普遍关注金融对贫困减少的影响。G ulli （1998）系统分析

了微型金融对贫困减少的影响机制，并认为微型金融对贫困减少的主要贡献在于帮助穷人

克服 了金 融信贷约束，并对其金钱进行管理。M arcus，P orter和 H arper （1999）认 为，极 端

贫困者被排除在微型金融之外并不说明极端贫困者不能从微型金融中受益。相反，它说明

了微型金融在满足极端贫困家庭需求上项目设计的失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设计出适合

极 端贫困家庭需求 的金融服务项 目。Jalilian 和 K irkpatrick （2001）以经济增长 为中介研究

发现，尤其在低收入国家，金融机构的政策和项 目都可以作为减少贫困的工具。B eck，

D em irgu c- K un t和 L ev in e （2 0 04 ）利 用 52 个 发 展 中 国 家 和 发 达 国 家 19 60 -19 9 0 年 的 平 均

值，估计了金融中介发展与贫困减缓间的关系，认为金融中介发展越好的国家越有利于降

低 贫 困和 收 入 不 平 等。 B u rgess和 P ande （2 0 04 ）运 用 印度 19 77-19 90 年 农 村 地 区 的 银 行 部

门数据，检 验穷人直接参与金融活动对农村贫困产生的影响。B urgess and P ande （2004）、

G eda et al.（2006）等 实证研究结论均支持金融服务对贫困减少的直接影响机制。正如英 国

国际发展部 （D FID , 2004）指出，金融服务对贫困减少产生直接影响的两种途径：一是金

融部门向穷人提供信贷服务，信贷服务可以使穷人有能力投资于新技术，也可以提高穷人

的教育和健康水平，这些都将提高穷人的生产力，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二是金融部门向穷

人提供储蓄服务，储蓄服务可以帮助穷人积累资金，从而可以帮助穷人平滑其消费，抵御

收入不稳定带来的风 险。随后， Jeanneney 和 K podar （2005）建 立 了一个更详细的，包 含

金 融发展和金融波动的贫困决定模型，结果同样说明金融发展有利于穷人脱贫。G eda et al.

（2006）用单一金融贫困模型检验了埃塞俄比亚金融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人们

对金融产品的使用能显著地平滑消费，进而降低贫困。Floro （2007）的研究发现微型金融

的风险应对机制可以提高参与者控制风险的能力，从而降低其脆弱性，对减少贫困有利。

Im ai et al （2010）则采用 99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微 型金融的总体贷

款量与度量贫困的 FG T 指数显著负相关，即微型金融不仅显著降低贫困发生率，而且也显

著降低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同时这也意味着最贫困的群体也能从微型金融中受益。

①
即使有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参与其中，它们也只是按照“ 三性” 原则的要求，对那些未来预期收入有

较高保障的贫困型农户提供信贷支持，这仅满足大量扶贫金融需求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国际扶贫金融

制度中，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通常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但它仍无法替代政策性扶贫金融机构从而

发挥金融扶贫的主力军作用。

在国内，樊胜根等 （2002）和林伯强 （2005）较早研究了农村公共支出结构对增长、

地区不均等和减贫的效应，并对这些效应进行了估计，林伯强 （2005）的研究表明农村基

础设施等方面的生产增进型公共投资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减少了地区不平等和贫困。李

永友、沈坤荣 （2007）发现，偏向低收入群体的财政支出结构安排有利于降低社会的相对

贫困水平。吕炜、刘畅 （2008）认为，社会性公共支出安排弱化可能是近年来农村减贫效



应递减的最主要原因。秦建军、武拉平 （2011）的研究则表明，改革开放 30 年间，财政

支农投入总体上对农村贫困缓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短期内，财政支农投入增长对农村减

贫效果较为明显；而长期内，财政支农投入的农村减贫效果趋于平稳。同时，丁志国等

（20 11）运 用 2000 — 2008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农 村金融发展对减少农民贫困的作

用，研究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减少农民贫困的作用，既存在直接效应，也存在间接

效应，而间接效应的作用明显高于直接效应。王娟、张克中 （2012）构建了一个具有一般

性 的公共支出与减贫关系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 1994-2004 年 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发现，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性公共支出对减贫存在显著效应，按

其减贫效应作用大小排序为：农业性公共支出＞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

通过上述国内外文献分析可知，对于财政金融支农减贫效应分析中，多数学者都是从

财政或金融单一角度进行分析，充分考虑财政金融支农政策整体效应的研究较少。最为重

要 的是，既有实证研究方法薄弱，大 多数都采用向量 自回归模型、G 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以及误差修正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张立军和湛泳，2006；秦建军和武拉

平，2011），部分学者虽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 （张克中等，2010；陆宇嘉等，20 11；

王娟和张克中，2012），但由于对变量空间效应考虑缺失，这必然造成模型设定偏差和估

计结果的不准确。基于此，本文将从财政金融支农这一主要动力源角度构建财政金融支农政

策减贫效应空间计量模型，并运用中国 30 个省域面板数据估计，定量测度财政金融支农政

策产生的直接效应与空间外溢效应，对中国财政金融支农政策的减贫效应进行全新探索。

三、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减贫效应空间计量模型

（一 ）理 论 模 型 提 出

关 于地区贫 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R avallion 和 C hen （1997）提 出如下模型

其中，PIit表示地区（或国家）i在t期的贫困指标，ait反映地区差异的固定影响，ß
是贫困的经济增长弹性，Yit是地区生产总值，eit为随机误差项，为白噪声。不失一般性，

可将该方程表示为，

从本文研究目的出发，我们将研究区域锁定在农村地区，建立农村地区 i经济增长的

C — D 函数，

K it表示农村地区 i在 t期的资本，L it则是农村地区 i在 t期的劳动力。考虑农村地区

资金的正规来源主要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引导的资金流入和农户自有资金，于是，可

将农村地区资本表示为：

C Z 表示财政政策实施所投入支农资金，X D 表示金融政策实施所投入农村信贷资金，

C Z 表示农户投资，E FF i （i＝1,2，3）分别表示相应的投资转化效率。将方程 （4）代入 （3），

再代入 （2），整理可得：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有：



基于本研究需要，假设各时期投资的转化效率均为常数，可进一步改写成：

可构建本文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减贫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二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由于西藏数据缺失较大，本文实证分析采用的样本包括除了西藏、香港、澳门特别行

政 区、台湾的中国 30 个 省 （直辖市、自治区 ）2000-2008年 间的面板数据。基 于财政金融

支农政策减贫效应理论模型 （8），分别就变量指标的选取及数据来源详述如下。

（1）农村贫困情况 （P Iit ）。通常是以农村贫困人口或农村贫困发生率来衡量农村贫困

情况，考虑到数据处理及取对数的需要，本文选取各省历年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表示。我

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主要是指物质生活特别困难，只能维持萎缩性再生产或简单再生产的

那部分绝对贫困的群体。2000年，国家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625元作为贫困线的标准，

十多年来贫困线的标准不断调整，2011年 11月 29 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把农民

人均收入 2300 元作为新的贫困线标准。但是，中国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经济发展、

生活水平等存在的差距，各省的食物结构、消费水平和物价指数不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

设定的仅仅是平均水平，并不具体适用于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为准确度量各省农村

贫困人口，本文农村贫困人口是以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的贫困标准统计而来，数据直

接取自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①

（2）财政支农指标 （C Zit ）。C Z it是以各省各年财政用于纯农业方面的支出加上农业

基本建设支出、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农村社会救济支出进行度量，
②
用固定资产价格指

数调整后，以 5% 的折旧率按照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数据来源于 1999— 2009年 《中国统

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3）金融支农指标 （X D it ）。金融支农政策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尤其对于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及新农村建设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可通过信贷达到为三农经

济 “ 输血”，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供求的矛盾，推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因此，本文

中X D it是以 2000-2008 年各省农村信贷总额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调整后，以 5% 的折旧率

按照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数据来源于 《新 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2009年 各省

统计年鉴。

（4）农户自有投资指标 （T Zit ）。农户自有资金的投入反映了农村私人投入，可以解决

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不足的问题，加速农业内部资金积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进农户

脱贫，同时，也反映出了农户脱贫致富的能动性。本研究中TZ it采用扣除住宅投资后的农

户 固定资产投资替代。数据来源于 1999-2009 年 《中国统计年鉴》。

①
其中，极小部分数据缺失，采用模拟方法生成。

②
本文的财政用于纯农业的支出，由于样本期指标体系的变化，2000— 2002 年 的财政纯农业支出为支援

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支出三者之和；2003— 2006 年 为农

业支出、林业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支出三者之和，2007、2008年为农林水利事务支出。

（5）农村劳动力指标 （L ）。本文选取各省各年农村就业人员数来反映。数据来源于



1999-2009 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最后，按照模型 （8）需要，对所有指标均取对数。

（三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依据 E lhorst （2010）关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确定方法，分 以下步骤就模型 （8）的

空间计量模型形式确定。第一步，模 型固定效应类型的选择。采 用 1999-2009 年 中国 30

个省域面板数据，对非空间财政金融支农的减贫效应模型 （8）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1。

L ikelihood R atio（L R ）检验结果显示，模 型空间固定效应显著，而 时期固定效应不显著，模

型应该采用空间固定效应。

表 1 L ik elih o o d ratio（L R ）检 验

第 二 步， 依 据 估 计 结 果 进 行 L agrange m ultip lier （L M ）检 验， 以确 定 应 该 采 用 空 间 滞

后模型 （SL M ）、空间误差模型 （SE M ）或空间杜宾模型 （SD M ）更 为合适。如表 2 所 示，

对于空间固定效应模型，模型为非空间财政金融模型的原假设在 5% 显著性水平下均被拒

绝，即模型应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

表 2 L ag ran g e m u ltip lier （L M ）检 验

第三步，首先通过 H ausm an检验确定该杜宾模型的空间固定效应是否看做空间随机效

应更为合适。其次，对相应模型进行 W ald 检验，以检测空间杜宾模型是否可以简化为空

间滞后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最终确定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



表 3检验结果显示，该杜宾模型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更合适。并且，W ald检验结果显示，

该模型不可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或空间滞后模型，因此最终确定模型应为空间固定效应杜

宾 模 型 （S p a tia l D u b in M o d el w ith sp atia l sp ec ific e ffects）：

表 3 H au sm an 检 验 与 W ald 检 验

si表示空间固定效应，µ it表示随机误差项，W 为空间权值矩阵。模型 （9）即为本文

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减贫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权值矩阵 W 的构建，是为了定义空间对象间的相互邻接关系，主要包括依据地

理关系构建和社会经济关系构建两种，由于按照社会经济变量构建的空间权值矩阵 W 很

可能产生多重共线性，因此，本 文选择依据地理关系构建 W。 按照 A nselin（1988）提 出的方

法，主 要 包 括 依 据 con tigu ity （空 间 单 元 间邻 接 关 系 ）、d istance（空 间 单 元 间 距 离 ）和 k -nearest

（给予每个空间单元最近的 k 个邻居）三种构建准则。本文是基于中国省份面板数据进行

的空间计量研究，由于中国东部省域面积相对较小、经济发达、人口密度高，而西部省域

则幅员辽阔、经济欠发达、人 口密度小，中国省份这一独特的地理结构使得用 distance和

k -nearest准 则构建 的空间权值矩阵是不可靠的。而 且， k-nearest准 则的使用，强制的为每

个空间单元给定k 个最近的邻居，也破坏了空间单元固有的地理结构，不能准确量化空间

单元间的关系。因此，我们选用一阶 contiguity标准来构建空间权值矩阵 W， 对 W 中每一

元素 w ij按如下原则构造 ，并对 W 进行行标准化 。

四、中国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减贫效应空间计量分析

对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减贫效应空间计量模型 （9）进行估计，考虑到模型 （9）包括空

间固定效应及样本时期的长度，本 文采纳 L ee and Y u（20 10）和 J.P aul E lhorst（20 10）的建议，

基于 2000-2008年全国 30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偏差修正的 M L 方法

估计，结果如表 4所示。

在普通非空间计量模型中，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然

而，在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中，自变量系数估计值除了包含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



外，还包含有 “ 反馈效应” （F eedback Effects）的作用。其中，“ 反馈效应” 指的是，某地

区自变量的外溢作用对邻接地区产生影响，邻接地区通过因变量的外溢效应又将这种作用

反馈回该地区。因此，“ 反馈效应” 的大小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因变量空间滞后项

的系数估计值；二是该自变量本身空间滞后项的系数估计值。在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显

示，因变量空间滞后项 W lnP I估计值在 5%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财政支农空间滞后项

W ln C Z、 农村劳动力空间滞后项 W lnL 在统计上均显著。因此，只有将该空间计量模型

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中剔除掉 “ 反馈效应” 才是自变量直接效应估计值，并通过相应方法

进一步分解得自变量的间接效应，分解结果如表 4所示。

估计结果显示，金融支农政策对农村减贫直接效应具有正的弹性，为 0.5067，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反映出了金融支农投入的增加在长期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具有较强的直

接推动作用。金融支农政策的实施，大量的信贷资金进入农村，推动了农业现代化、专业

化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对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起到了显著作用。财政支农

政 策对农村减贫直接效应同样具有正的弹性，估计值为－0.2284，对 农村贫困减少显示出正

向促进作用，然而在统计上未显著。该结果并不是否定了财政支农政策对农村减贫的效果，

而是反映了财政支农政策实施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问题：（1）财政支农力度、结构存

在的不足、财政支农资金效率低下等原因，致使财政支农政策减贫的直接效应未能显现。

（2）本文财政支农指标涵盖了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正如秦建军、武拉平 （2011）及王娟、

张克中 （2012）研究显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村减贫没有积极影响或影响较小，部分

地影响了本文财政支农指标统计上的显著性。（3）虽然财政支农政策带来的农村经济增长

可 通过 “ 滴 流效应” （T rickle-dow n E ffect）
①
使得农村贫 困群 体从中受 益，然 而，当收入分

配不平等时，一旦有限的财政支农资金得不到合理配置，部分真正急需生产和生活资金的

穷人可能处于财政支农政策的 “ 锚定” 之外，财政支农政策作为一种外生力量对农村的脱

贫重任显然会表现得 “ 力不从心”。 目前，中国农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加大，是导致

财政支农政策减贫直接效应不显著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相同，农户自有投资对农村减贫

的直接效应同样不显著。农户自有投资是度量农户在农业、农村的自有资金投入，然而农

户 自有投资的微弱，以及农业投资的低回报使得农户自有投资对于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难

以产生显著的直接作用。此外，农村劳动力增加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具有促进作用。正

如本文理论模型推导过程，农村劳动力的增加可促进农业增长、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

多的就业机会及增加农村救济支出，通过这样一种传导机制进而促进农村贫困人口的减

少。

① P h ilip p e A g h io n a n d P a tric k B o lto n . A T h eo ry o f T ric k le -D o w n G ro w th a n d D ev e lo p m en t. T he R e v iew o f

E c o n o m ic S tu d ies, 19 9 7 ,V ol.6 4 ,N o .2 ,p p . 15 1-17 2 .

变量的间接效应，即变量的空间外溢效应。财政支农和农村劳动力对农村减贫的空间

外溢效应在统计上均显著，其中，财政支农减贫的空间外溢效应为 1.3504，即一个省份财

政支农政策力度的加大对邻接省份农村减贫起到阻碍作用，反映出邻接省份间在争取财政

支农资金投入上存在的竞争关系。但是，一个省份农村劳动力增加对邻接省份农村减贫却

会起到促进作用，其空间外溢效应系数估计值为－3.1622。究其原因，主要由于两个渠道产

生：一是省域间劳动力报酬不平等等因素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在省份间流动，推动了邻接省

份农村经济发展，使得邻接省份贫困人群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二是农村劳动力在推动本省



表 4  中国财政金融减贫效应空间计量估计结果

空间固定效应杜宾模型自变量效应分解：

份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农村经济发展在省份间具有的正向空间依赖性，将该作用传

递到邻接省份，进一步对邻接省份发挥了减贫效应。然而，金融支农与农户自有投资对农

村减贫的空间外溢效应则不显著。考虑到近年来农村小额担保公司、村镇银行等小型金融

机构的快速发展，虽然具有较强的外溢性 （其空间外溢效应系数估计值为－0.2005），但 由

于其资金投放的地缘化，导致农村信贷跨省实施难度的加大，一定程度抑制了金融支农政

策空间外溢作用的发挥。与此类似，农户自有投资与生俱来的地缘属性，使得其空间外溢

作用同样难以发挥。

此外，如估计结果显示，因变量农村贫困人 口在省份间有显著的正向空间依赖性

（W lnP I＝0.23 ），即某省份农村贫困人 口的减少对邻接省份农村贫困人 口减 少往往有促进

作用，反之亦然，这也反映出农村贫困人口往往分块聚集的特征，即贫困地区往往呈现集

中连片的形式。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视角提出了减贫效应的理论模型，并考虑了变量可能存在的

空间效应，构建了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减贫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运用中国 30 个省域面板

数据进行估计，定量研究了中国财政支农政策、金融支农政策及农户自有投资对农村减贫

发挥的效应。

区别于既有研究，本文同时考虑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对农村减贫产生的效应。同时，考

虑了客观存在的变量的空间效应，提出了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减贫的空间计量模型，在准确

测度财政金融支农减贫直接效应的同时，定量检测了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在省域间表现出的



空间外溢效应。简而言之，主要得到以下几点主要结论：（1）农村贫困人口在省份间有显

著的正向空间依赖性，即一个省份贫困程度的降低对邻接省份农村减贫有促进作用，而一

个省份贫困的加剧会对邻接省份脱贫产生抑制作用。因此，中国省域往往会呈现出贫困程

度相似省份的分块聚集，贫困地区往往集中连片。（2）财政支农政策对农村减贫的直接效

应较大，然而统计上不显著。而且，财政支农政策在省份间表现出显著地负向空间外溢效

应，即一个省份财政支农力度的加大对邻接省份农村减贫起到阻碍作用。（3）金融支农政

策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具有巨大的直接效应，金融支农力度的加大可显著地促进本省份

脱贫。但是，金融支农政策在省份间的空间外溢效应不显著。（4）农户自有投资对农村减

贫的直接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均不显著。（5）农村劳动力通过促进农业增长、农村经济发

展，间接地对农村减贫发挥显著地直接效应与空间外溢效应。农村劳动力通过促进农村经

济发展，进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及增加农村救济支出，通过传导机制促进本省份农村贫

困人口的减少。同时，通过省份间经济发展存在的正向空间依赖性，进一步对邻接省份减

贫产生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以推进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对农村减贫整体作用的最大化为目的，提出

如下建议：

（1）整体考虑连片贫困地区减贫措施的实施。一方面，在连片贫困地区选取重点省份

实施减贫工作，可有效利用农村贫困在省份间存在的正向空间依赖性，带动邻接其他省份

贫困程度的降低，促进地区 （包含多个省份）整体脱贫。另一方面，在连片贫困地区整体

实施减贫，可避免个别省份贫困加剧通过外溢作用导致邻接省份贫困程度加大。

（2）调整财政支农结构，优化农村社会经济环境，完善农村制度体系建设，促进财政

支农政策减贫效应直接作用的显著发挥；同时，在全国加大财政支农投入总量。

（3）继续发挥金融支农政策对农村减贫较大的直接效应，制定合理化金融政策，引导

信贷资金向农村流入。其次，合理引导商业银行，尤其是地方商业银行，加大实施跨省农

村信贷资金的投入，促进金融支农政策在省份间对农村减贫空间外溢效应的显著发挥，最

大化金融支农作用。

（4）引导农户加大自有资金投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挖掘农民自我脱贫的能动性及

对当地农村减贫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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